
责任编辑/范昕www.whb.cn 2023年3月15日 星期三

11影视

《敦煌女儿》：戏曲电影的历史与美学探新
刘春

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是一场

三位上海人与时光共赴的美好约定。

导演滕俊杰为了实现同名舞台剧的电

影改编，从剧本修改到拍摄、上映，多方

磨合，前后花费三年多时间。主演茅善

玉为了塑造出有说服力的角色，带领团

队九赴敦煌深入生活，又在沪剧舞台上

精工打磨了十年。而故事的原型、敦煌

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了研究、保

护、传承敦煌文化，已经奉献了五十余

载春秋。时光流淌，影片里的故事老而

愈醇，莫高精神感人至深，传统戏曲也

在与电影的相遇中既保存艺术魅力又

焕发时代新机，扩大影响，吸引了更多

的观众。

以三次重要选择，
写心与美的际会

作为人物传记电影，《敦煌女儿》首

先要处理的，是如何在有限的银幕时

间，展现樊锦诗对敦煌文化五十多年

如一日的守护。影片不追求面面俱

到，而是选取了她从青年到老年有代

表性的几个阶段，聚焦其人生道路的

三次重要选择，用矛盾的难以调和与

最终化解，突出人物抉择的艰辛，用重

重渲染的叙述，描绘出樊锦诗精神世

界的丰富多姿，和对敦煌文化的坚守、

热爱。

1963年，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坐着驴

车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长在上海、学

在北京的姑娘，早在实习期就见识了黄

沙漫漫的西北小镇与城市生活的巨大

差距，碱水杂粮、没车没电、物资匮乏，

究竟是去是留，是她人生中面对的第一

次重要选择。最终，高扬的工作热情战

胜了艰苦的生存条件，这一对矛盾解决

的关键便是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决心。

影片浓墨重彩描述了莫高窟前，樊锦

诗与老院长常书鸿的“三击掌”，具象

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以“祖国需要”为重

的精神信念，以其对誓言的坚定，刻画

了青年樊锦诗甘愿扎根西北、奉献终

身的初心。

工作几年后，由于夫妻分居两地，

孩子无人照料，樊锦诗家庭生活和事业

追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影片先从

樊锦诗的新婚讲起，同为北大考古系高

材生的丈夫彭金章，理解她对敦煌难以

割舍的爱恋，支持妻子不为小家团圆调

动工作，继续留在当地开展研究。矛盾

爆发在樊锦诗成为母亲后，丈夫对她把

七个月大的孩子绑在床上独自留在家

里颇有怨言，樊锦诗只能在愧疚中把孩

子交给丈夫代由姐姐照顾。矛盾的解

决以牺牲小家利益为代价，影片用夫妻

相互体谅，解决家庭事业难以兼顾的人

生无奈，不仅反衬出中年樊锦诗对理想

的无悔坚守，也赞颂了以樊锦诗、彭金

章为代表的科研工作者对国家事业的

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院各项工作

蒸蒸日上，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

矛盾又成了摆在樊锦诗面前的一道难

题。地方经济当然要发展，但樊锦诗作

为研究院的新一代领导者，她的视野、

格局和责任，使她早已超越了对短期经

济利益和个人名利的追求。樊锦诗日

夜萦心的既有眼下难题，即如何减少旅

游参观给敦煌洞窟带来的伤害，更有历

史长河中对守护使命的思索，即面对风

沙侵蚀和老化剥落，如何保存敦煌的千

年之美。老年樊锦诗一边带领团队，年

复一年地进行保护、修复、存档工作，一

边积极开拓数字科技工程，最终建成数

字敦煌资源库。依靠科技创新矛盾再

次被解决，游客被分流的同时，敦煌旅

游的金字招牌又添新彩，敦煌瑰宝也在

数字中得以尽数永存。

整部影片以老年樊锦诗的回忆开

场，采用倒叙手法，缓缓展开对其平凡

而又伟大人生的讲述。樊锦诗在自传

《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提到，每到退无可

退的时候，总会想起259窟的禅定佛

——这尊佛是敦煌雕塑的代表作之一，

双目微垂，弯眉上扬，唇角含笑，沉浸在

物我两空的禅定喜悦中，自有一种超然

物外的沉静平和慈爱之美。《敦煌女儿》

里也多次出现禅定佛，例如，樊锦诗刚

到敦煌，顾不上洗去路上沙尘就被禅

定佛的笑容“召唤”到洞窟，又如，面对

开发商的急功近利，樊锦诗以无名僧

人潜心雕塑禅定佛的故事告诫对方，

敦煌遗产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无可

比拟。樊锦诗与禅定佛的一次次无言

相对，是心与美的际会，是樊锦诗沉浸

艺术世界和学术追求的心灵写照，也

是代代敦煌守护者“坚守大漠、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

神”之隐喻。

运用电影语言，彰
显和发扬戏曲审美

从外貌看，茅善玉和樊锦诗并不十

分相像，可是她的舞台扮相能让樊锦诗

的四岁小孙子惊呼：舞台上怎么还有一

个奶奶？茅善玉扮演角色的秘诀，就是

模仿人物不同阶段的体态特征，青年时

眼神灵动、身形伶俐充满活力，中年时

动作略显疲惫而神情沉着，老年樊锦诗

肩背微弓，脚步迟缓，老花镜后眯起的

双眼虽经风霜澄净依然。形似之外，茅

善玉更善于从人物的经历和职业出发，

把握其内在精神，以“神”塑形，通过细

腻的情感表达、精心设计的沪剧唱腔和

身段表演，富有层次地勾画出樊锦诗对

家庭的温情，对敦煌文化的痴情，和作

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对于戏曲电影来说，舞台表达的电

影语言转化，是这两种不同艺术媒介融

合的关键。戏曲电影要运用电影的场

面调度、镜头剪辑等艺术手段，保留戏

曲特有的写意美学风格，充分展现其虚

拟化、程式化、节奏化的表演特征，还要

突破舞台“三面墙”的视野限制和空间

局限，放大表演细节，增强观众情感代

入和价值认同。拍摄《敦煌女儿》前，导

演滕俊杰已经有过十年的戏曲电影拍

摄经验，导演了《霸王别姬》《萧何月下

追韩信》《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捉

放曹》等多部戏曲电影，作品获得过多

个国内外重要奖项。基于以往几部戏

曲电影的拍摄实践，滕俊杰摸索出“实

则虚之，虚则实之”的拍摄技巧，坚持

“戏曲为本、电影为用”的创作理念，影

片风格基本遵循戏曲的表演程式。而

《敦煌女儿》则是以更偏重电影手法的

方式进行改编，一方面因为影片故事发

生在当代，更具有时代性，另一方面也

是因为沪剧本身重视现实题材、程式化

相对较少。

具体而言，《敦煌女儿》运用电影语

言彰显和发扬戏曲审美的方式，主要体

现在影片的叙述形式方面。敦煌研究

院、三危山、莫高窟九层楼和石窟等地

的实景拍摄，拓展了戏曲表演的舞台空

间。电影特有的蒙太奇平行叙事，如交

替表现樊锦诗与丈夫围绕是否调离敦

煌，两人的不同内心活动，扩充了戏曲

表演的叙述视角。电影是运动的艺术，

影片全景、特写等镜头的运用，丰富了

戏曲叙述空间，并引导观众注意演员眼

神、泪光等细节表演。而灯光和光影的

运用，如科研工作者用镜子反光观察洞

窟，樊锦诗用手电光照亮禅定佛等情

节，既增添了戏曲表演的悠远意境，又

凸显了电影的光影魅力。

影片还对舞台剧做了大量唱腔和

身段的改编。如增加对白减少齐唱、帮

腔，身段表演更趋日常，以减少舞台表

演痕迹，增添生活感和现实感，音乐设

计，音乐风格、器乐伴奏等也都为电影

的视听语言总体规划服务，如樊锦诗讲

述禅定佛历史的一段表演，就融合了快

板、中板、慢板、反调等不同板式，唱词

只用打板伴奏，娓娓道来的讲述展现了

樊锦诗的专业素养和对敦煌文化的痴

迷。整部电影最惹人注目的是引入CG

技术，视觉化呈现人物的想象和心理空

间。如影片中多次出现活动的壁画和

雕塑，飞舞的乐伎、五彩的云霞、齐聚的

诸佛菩萨，具象了莫高窟艺术世界的瑰

丽，也展现了樊锦诗等敦煌人精神世界

的丰富多彩。莫高窟九层楼清脆悠扬

的风铃声贯穿全剧，回忆和现实相交替

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叙述转场，也改变了

戏曲舞台表演较为单一的上场下场分

场形式。

就影片呈现而言，以上诸多尝试最

终取得了戏曲、电影两种媒介相得益彰

的艺术效果。得益于导演和演员同心

协力的努力，《敦煌女儿》的传统戏曲电

影转化获得了专业认可。2022年第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授予《敦煌女儿》

“最佳戏曲片”奖，肯定了该片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认为“影片所赞

颂的莫高精神为新时代的戏曲电影呈

现出历史与美学的新境界”。在这个

意义上，《敦煌女儿》也许可以被纳入

“新主流电影”的谱系，讴歌了伟大的

时代精神，也做出了市场化尝试，展现

了戏曲和电影两种艺术媒介交融结合

的最新成果。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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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是心与美的际会。图为该片海报

《人世间》《大江大河》等剧的成功，

让年代剧这一久违的类型重上巅峰，也

让其创作方式延伸出新的方向，催生出多

部同类型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载

了年代剧“家国天下”的精神寄托，但在

收视表现上却不温不火，难以企及《人世

间》所达到的高度，为重审年代剧创作提

供了契机。

年代剧对日常生活的映照，具有显

著的“当代史”或“当下中国”的印记。以

往的成功作品表明，年代剧在表述策略

上采取以历史回应现实、以现实观照历

史的方法，在充满强烈历史感的叙述中，

呈现生活的方方面面，探寻社会发展轨

迹，将历史与现实勾连。在年代剧类型

框架内，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伦理和形

态变迁成为戏剧冲突的基本来源，塑造

出原汁原味的年代景观。

因此当我们观察年代剧创作的深层

问题时，作品通过何种情节、何种价值观

介入时代的精神气质并表现日常生活就

成为创作的重点。毋庸置疑，年代剧重

在反映现实生活，但现实终将成为历史

的一部分，历史来自现实，现实与历史是

密切的互文关系。无论是时间流转、人

事变迁、悲欢离合或是喜怒哀乐，以及具

体历史背景下的社会风气，它们都可能

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与其相遇的个体本身

和社会生活。

年代剧创作的轻
逸化倾向

要肯定的是，包括《我们的日子》《情

满九道弯》等在内的几部近期播出的年

代剧制作精良，无论是布景、道具还是表

演都很逼真、专业，在中国电视剧创作的

平均水平之上：从三轮运输车、大街上的

爆米花、推小孩的竹车、蜂窝煤到煤炉子

上烤焦的馒头，当年生活的各种细节在

剧中逐一呈现，就连那个年代街头巷角

常见的公共电话机也是原样复原……但

若以更高标准来要求，就会发现，这些都

只是面子，一旦探视到其内部，就会遗憾

于里子的不够充盈，缺失了厚重的历史

意识和文化记忆。

优秀的年代剧要把特定时代的悲欢

离合真实地展现出来，才能引起观众的

共鸣与反思，并从中找到生活的力量，无

论他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的

日子》这样一部背景扎根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我国东北地区的电视剧，理所当

然绕不开的话题是“下岗”，其对国企工

人信念的冲击、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都是

值得书写的，即使不浓墨重彩，也须勾勒

其大概。然而创作者的处理方式却给人

略有轻逸化之感，我们看到，这段历史对

主人公家庭的影响仅仅是王雪花、东方

宏、杨思宇等人把上大学的目标从北京

换成了离家近的大学，然后欢天喜地去

追逐大学梦了——这无疑弱化了该剧的

时代特质。在全剧的后半段，叙事重点

又转到了几个青年的爱情、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成为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

能成立的家庭伦理剧。可以看到，该剧

的核心情节是三个不同模式的家庭处理

事业、婚姻、爱情的难题，但历史意识和

文化景观的旁落，造成情节的展开在大

部分时候仅局限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摩

擦，而不是在时代洪流中的铺陈。

《情满九道弯》则是一部京味儿年代

剧，以青春情感为主题，但又多了一层青

春偶像剧的底色。该剧以1979年知青

返城为开篇，是一群带着时代印记的年

轻人走向新生活的励志故事，未必要像

路遥小说那样深沉厚重，但同样能够体

现出年代剧的质感。然而，剧中个别人

物过于贴近当下的妆容、语言尤其是思

维方式屡屡让人物悬浮起来，偏离了观

众对于年代剧的期待，甚至产生穿越

感。例如，剧中的史小娜几乎是按照当

下都市剧中“富二代”“白富美”的特质去

塑造的，她刚刚返城就被父亲安排去香

港读大学，这幸运儿的人生际遇与谢晋

电影《牧马人》中许灵均那天方夜谭式的

海外关系和财富一样让人咂舌。然而，

史小娜坦然自若地接受她光芒四射的命

运，不像许灵均那般惶恐、拘谨、犹豫直

至放弃，而是理智、大方、果断地处理掉

在九道弯胡同的一切，迈向另一种生

活。又如，主角杨树茂是个九道弯胡同

中长大的英俊小生，自带精英气质，剧内

剧外获粉无数。他与叶菲、史小娜、赵亚

静三人的情感纠葛、事业纠葛，演绎了多

少缠绵。然而，杨树茂的“魅力”来源不

仅在于堂堂相貌，更在于房地产行业创

业者的突出能力，让他总是能轻松自如

地逢凶化吉，最终走向辉煌——这种“霸

道总裁”式的设定，更多地融入了今人对

商业的理解，让商战戏失真。这种“穿越

式”的人物处理是令年代剧质感失色的

地方，在创作上过于快餐化了，立意、呈

现与《人世间》《大江大河》等剧不可同日

而语，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观众的普遍共

情与认同。

历史意识和文化
记忆是年代剧的灵魂

可以说，年代剧是以其独具特色的

历史意识为基底，为电视剧创作构筑起

了现实的灵魂。值得关注的是，以《人

世间》为代表的年代剧正是因历史与现

实的密切互文关系，形成了以讲述百姓

生活“小历史”展现国家社会变革“大历

史”的叙事策略，使之充满活力。《人世

间》等剧强化了占据年代剧创作上处于

观念和方法中心位置的历史意识和文

化记忆，既有“小历史”层面个体的成

长、家庭的变迁，也有“大历史”层面国

家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让鲜明的历史

意识成为探索年代剧现实主义精神意

绪的中心命题。其之可贵，在于家庭的

温暖、人物的坚忍与时代的精神交相辉

映，构成了年代剧类型完整的艺术魅

力。但是，假如创作者选择以情感戏与

家庭戏为主要方向，甚至是唯一的方

向，忽视时代精神和气质的塑造，必然

造成情感泛滥，多多少少会冲淡年代剧

应有的历史感和文化记忆。

必须要强调的是，情感戏并不是年

代剧的桎梏，《人世间》成功的背后，恰恰

是把爱情的几种形态刻画到极致。创作

者将剧情和人物扎根于历史和社会文

化，真实、细致，充满人间烟火气，但又不

是平淡无奇的重复唠叨，而且还有国家

政治的“大历史”或隐或显地在背后推

动着市井小民们的人生主题。这对经

历了数次社会转型的现代中国观众而

言，很容易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社会群

体的命运投射在剧中的主要角色身

上。但一些同类剧集的问题是——在

亲情、爱情之外，已然剩不下多少对观众

有冲击力的情节了，“重返那个年代”的

宏愿也就无从实现。所以，我们要强调

年代剧创作中的历史意识、文化记忆并

深化其表达方式，这是此类剧集创作的

关键所在。

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类型中，精品都

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不能作为衡量大多

数作品的普遍标准。而且，在这个快节

奏的时代，当观众习惯了密集的笑点与

反转，创作者也难以独立和坚守。娓娓

道来、不疾不徐的叙事风格是否已经过

时？创作者还能否用细水长流的方式讲

好那些走心的故事？观众的心到底能不

能跟着叙事静下来？对年代剧创作而

言，“重返那个年代”并不仅仅是将年代

作为背景，而是透过具体的人和事，让观

众对某个历史时段产生一种体认，才能

真正形成精神层面的跨时空交流，并实

现历史意识的呈现和文化记忆的重塑。

由此可见，年代剧里的家庭关系应是一

种在历史转型期中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日

常生活现象，而不能简单地用“年代”来

获得所谓题材或类型上的优势。因而我

们呼唤，年代剧创作要在事件安排上既

有家国天下的宏大格局，又不失具有历

史意识的个体化超越，要实现从“年代

剧”（有特定时间的）到“时代剧”（有历史

意识和文化记忆的）的跃升。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
范大学教师）

呼唤从“年代剧”到“时代剧”的跃升
张富坚

▲电视剧《情满九道弯》剧照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剧照


